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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范蠡为越王勾践谋臣 20 余年，官拜上将军，功成身退，隐居于齐、陶。再战商界，十九年间“三

致千金”。他的经营富家思想是其治国用兵思想的延伸，范蠡致富，是其灵活应用经营富家思想的结果。本

文尝试从文化资本角度出发，结合之前范蠡研究的诸多成果，推衍出地利资本、人际资本等因素，力图用

新观点、新角度破解、诠释范蠡成功地“三致千金”的内外因素及对现当代企业运营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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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生卒年月不详），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辅佐越王勾践复

国灭吴，会齐、晋诸侯于徐州（今山东微山东北），致贡于周，称霸天下，官拜上将军。后

辞越北上，先后迁齐国，居定陶，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因聚财有方，十九年之中，三致千

金。[1]冯友兰先生晚年所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上编第六章第五节“辩证法思想和唯物

主义思想在范蠡的政治策略中的表现”，对范蠡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评述。

饶恒久（2001）考据了范蠡的籍贯、故乡，进而探求了南阳之地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位人

物——楚始祖鬻熊和姜太公吕尚——对范蠡思想可能产生的影响，初步揭示了范蠡的思想渊

源。[2] 

范蠡是中国古代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和军事家，博学多识与传奇般的实践，卓然超脱的

人格魅力，战国以来诸子交相称誉。在筹划兴越灭吴的过程中，范蠡以笔和剑投入时代的潮

头，是用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改变了历史的思想家，属于中国古代史上为数不多的俊秀。从春

秋到秦汉的学术史、思想史上，范蠡都是一位极有分量的巨子，具有深厚的文化资本，思想

博大精深。他的经营富家思想是其治国用兵思想的延伸，这两个方面学界已给予较多的关注，

而本文旨在探究他的经营富家思想实现的社会文化基础及其对现代企业运营的教益。范蠡为

什么能迅速地白手起家，三致千金呢？本文尝试着从文化资本论中，推演出范蠡成功创业的

因素，借以解释这些问题。所论均依据史料和当代范蠡研究的最新成果，望方家斧正。 

文化资本——范蠡创业成功的主观因素 

所谓文化资本主要是指对社会上层文化的熟悉和掌握程度，它包括各种符合上层文化的

行为、习惯和态度。范蠡之所以能够帮助勾践完成复国雪耻、称霸诸侯的大业，能够弃官经

商，“三致千金”，成为垂名后世的实业家——“陶朱公”，根源在于他自身的文化资本底蕴

作为内因奠定了基穿　饶恒久考据了范蠡的籍贯、故乡，进而探求了南阳之地历史上最有影

响力的两位人物——楚始祖鬻熊和姜太公吕尚——对范蠡思想可能产生的影响，初步揭示了

范蠡的思想渊源，论证了范蠡思想中具有领先于同时代的特点。 

由于文化资本的存在与传递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因而人们一般注意到经济资本的传

承机制及其对人们社会地位、权利获取的影响，而未能看到文化资本的拥有丰度及其传递对

人们获取经济资本、权利资本的重要影响。事实上通过文化资本的获取进而可以改变原有经

济资本、权利资本的分配格局。 

范蠡入越之前的情况，先秦典籍中并没有相关记载，但在后世的《越绝书·越绝外传纪

策考第七》中曰：“范蠡其始居楚也，生于宛橐，……（文种）得蠡而悦，乃从官属，问治

之术。蠡修衣冠，有倾而出，进退揖让，君子之容。终日而语，疾陈霸王之道；志和意同，

胡越相从。”由此可见，范蠡年轻时虽然生活贫困，但独有所学，胸怀霸王之道，即使一时

不为乡里常人所理解。后为县令文种发现，引为知己，二人相约共勉，欲去楚赴越，共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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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假若范蠡只是一个平凡的乡民，见识平庸，文种不会引为知己。由此可见，文化资本在

范蠡初出茅庐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文化资本的传递，使得社会成员有较高的平台

进入上层社会或有通道穿透社会阶层阶级的信任阻隔，借此改变了他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地

位。[3]与文种相识相知，进而共同赴越辅佐勾践，历经兵败会稽山、入吴为奴、忍辱存越、

长达八年的守志待时等，最后战略进攻，立断灭吴，成就越国霸业——范蠡的文化资本决定

了他能够胜任“存越、灭吴、争霸”的历史重任。同样，到了他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从商

时，文化资本仍是他最大的财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这样记载：“范蠡自雪会稽之耻，

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吾欲用之家。”从而弃官从商，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富行其德是范蠡文化资本中重要的一面，范蠡并不把经济利益作为经营活动追求的唯一

目标，在他的经营理念中，行德济众是一项重要内容。《史记·货殖列传》称他为“富好行

其德者也”。“富”乃自身经济发达。范蠡离越后，居齐、迁陶，十九年中曾“三致千金”，

而在他年老之后，子孙修其业而“遂至钜万”。“德”乃以己助人。在他的行为中，“德”不

是抽象的道义律条，而是经济上施与他人实实在在的利益。他在去齐迁陶时，曾“尽散其财，

以分与知友乡党”（《史记·勾践世家》）。表面上是弃官离乡的无奈之举，骨子里却是心甘情

愿的，因为这与他乐善好施的个性相一贯。他“三致千金”后都曾“再分散与贫交昆弟”。

虽然施赠对象不出乡党、昆弟、知交的范围，尚非广济，但从财力和伦理方面看，也在情理

之中。可谓为富一家，利泽一方。 

由此可以看出范蠡对富与德关系的认识已达到辨证的高度。致富需重财、聚财，行德则

要轻财、弃财、散财，就“财”而观之，二者是矛盾的。但范蠡认为富与德并不相妨。他把

富看作德的基础和条件，将德规定为富的归属。只有先富，才能后行其德，而且所行之德方

显出实在的价值和意义；而致富之后又必须行其德，过分看重财物反而会被其所累。居陶之

时，范蠡曾遣长子携千金，到楚国救其中男而终归失败的典故，颇能验证这一观念。通过文

化资本的获取进而可以改变原有经济资本、权利资本的分配格局，故范蠡虽十九年间曾“三

致千金”，尽散其财，但并没有就此贫穷，而是继续富有，其中的奥秘还在于其基于文化资

本之上的地利资本和人际资本。 

地利资本——范蠡创业成功的战略选择 

范蠡之所以选定齐、陶两地治产，一是他在这两地的人际资本能帮助他躲过越王勾践的

追杀；二是他用文化资本炼就的战略眼光基于“择人任势”（《孙子·势篇》）的兵法原则而

选定的。 

史称“齐地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帛渔盐”（《史记·齐太公世宗》）。

特别是齐桓公任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汉书·地理志》），“令商人群聚而州处”、“商人

之子恒为商”（《国语·齐语》），从而使齐国“家殷而富，志高而扬”《左传·宣公十二年》），

成为发财致富理想之地。范蠡在齐国时“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

在此期间，他还指导齐国国君在后苑治池养鱼，一年得钱二十万。 

范蠡挂印离开齐国后，认为“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史记·货殖

列传》）。《货殖列传》又说“三河在天下之中”，“加以商贾”。定陶适近“三河”之地，交通

便利，物流极畅，便于进行商业贸易。子贡就曾“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定陶前属曹，

后归宋。童书业《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35 页）和蒋晓伟《中国经济发展史》（知识出

版社 1994 年版第 53 页）也都确认定陶为当时的商业都市。陶东边为齐国，多文采布帛渔盐；

北为赵国，富鱼、盐、枣、粟；南有邹、鲁，颇有桑麻之业，上述各国在春秋末战国初都是

比较富强的国家，诸国丰富多样的物产可为范蠡经商提供充足的货源和广阔的市畅　[5] 

范蠡在齐国时，像老百姓那样“苦身戮力”地“耕于海畔”，凭着“父子治产”，“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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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万”。（《勾践世家》）在定陶定居下来后，他采醛　以末致财，以本手之”的农商结合方

式，开始了再一次的创业：“于是自谓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

利。居无何，则致资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勾践世家》）。《货殖列传》将这一情节记为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

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范蠡采取了农工商结合的产业运营模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究

竟从事何种行业，司马迁语焉不详。固然范蠡家族里有一批能工巧匠，精通农业生产、手工

业生产，甚至是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人力资本丰厚——一个人拥有如此身家，地利

人和样样具备，想不成功都难，况且他是以智勇闻名当世的越国上将军范蠡。然而春秋战国

时代，有哪些行业可以使人迅速地积起大量财富呢？谁有这么大的购买力？揭开这些疑问，

或许可以为今人揭示范蠡致富的奥秘。 

据文献记载，其时已设有专门基地，役使专人饲养鸡、猪，供军队食用。在於越的农业

经济中，经济作物的栽种也是很突出的，其时於越设有专门的基地种麻、种葛，《越绝书·越

绝外传记地传》说：“麻林山，一名多山，勾践欲伐吴，种麻以为弓弦”。又说：“葛山者，

勾践罢吴种葛，使越女织治葛布，献于吴王夫差”。同时也种桑和蚕，“勾践得范蠡之谋，乃

示民以农桑”。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越人的艰辛劳动（更由于战争的重压下激发的战斗精

神所致），无论是农业或者是手工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其中有些部门，如水稻的种植，青

铜剑的制造，葛布的生产，原始瓷的烧制以及造船和航海技术等，在当时的中国，都处于领

先地位。前面已分析过范蠡人力资本的构成，极有可能存在这么一种情况：范蠡家族所从事

的行业与上述几个产业密切相关。[6]而这些产业除保障生产、生活消费用之外，无一不与

战争有莫大关联。亦即，范蠡生产和经营的产业，不排除是为战争服务的战备物资的可能！

只有国家才具有如此强大购买力的可能性。 

人际资本——范蠡创业成功的客观因素 

在此笔者把社会关系资本称为人际资本。西方社会通过文化资本的传递而实现阶层穿透

的观点可用来解释文化资本如何促进人际资本和编织社会关系网络。因为这种穿透过程，使

文化资本有助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获得较高的教育成就和职业地位，有助于与上层阶级的人

进行社会交往，广结社会关系。正是这种阶级识别作用和信任穿透作用，使得较高文化资本

的拥有者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结交和进入上层社会。弄懂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范蠡的人际资

本。人际资本就是指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的总和。这个资源的范围广泛、类型众多，

如权利、地位、财富、金钱、学识、信息等等，通过社会网络，人们可以获得和利用这些资

源，达到功利或非功利的目的。[4] 

范蠡长期主政越国军事、经济、外交，曾针对死而复生的越国，面对强大到足可以北上

称霸中原的吴国的威胁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制定了战略方针：即外交方面，卑弱以自持，柔

顺以事吴，同时接好齐国，亲近楚国，依附晋国。静观守志，以待时机。范蠡曾出于战略需

要，而凭借自身的文化资本，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编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

凝聚了自己的社会关系资本。 

越灭吴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政治举措，完成了称霸诸侯的壮举，从中也显示了范蠡作为

政治家的远见，为他后日的归隐作了铺垫。《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勾践已平吴，乃以

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勾践已去，渡

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

诸侯毕贺，号称霸王。”这些举措，都是为实现霸业这个总目标而精心设计的，且收到了预

期的效果：尊周王，历来是春秋霸主的一面颇有号召力的大旗，得到周天子的封赐与齐晋等

中原大国会盟，是实现霸业的一种标志；归还楚国淮上之地，是对近邻的一种安抚；怀柔宋

鲁等小国，则可以增强它们对越的向心力，提高越国的威望。这些，固然是勾践所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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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意却出自范蠡。司马迁写道：“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

取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

军。” 

当政二十余年的范蠡早有预见灭吴后要弃越归隐。他的思想接近于黄老的思想，功遂、

名成、身退自是应有之意。二十余年铺下的社会关系网络成就了勾践的霸业，也帮助范蠡安

然从越国离开，“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由

这段史料可知，范蠡选定的隐居地是富饶的齐国。 

倘若范蠡在齐国没有权贵接应，他要在齐国生存下来的可能性不大。而且此时的范蠡已

不是当初与文种赴越时的孓然一身了，而是代表着一个大家族，它包括范蠡二十余年招揽的

门人宾客。范蠡家族的迁徙即为典型的移民行为。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和

规模的不断扩大，人员的大规模自由迁徙受到很大限制。范蠡宗族定居齐国，必定受到重重

盘查——若非有权贵庇护，他逃不过越王勾践的探子。正是存在这么一个权贵帮助范蠡，他

才有可能像普通老百姓那样“苦身戮力”地“耕于海畔，”凭着“父子治产”，“致产数千万”。

也正因为这个权贵，范蠡才被齐王发现他的贤能，重用为相。进一步研究，我们还发现，范

蠡生产和经营的产业，不排除是为战争服务的战备物资的可能！只有国家才具有如此强大的

购买力的可能性。 

郑观应指出：“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

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

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皆去。”那时就有不少私人资本

企业，为了求得官方的保护，自愿挂上“官督商办”的牌子。这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官府在

扶持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当年一个巨贾富商要壮大，须搞好四件事──官事、江湖事、

洋事、商事，后三者指的是江湖道上往来、同洋人打好交道与发展商务本身，而首当其冲的

官事指的就是政商关系。 

这种官商结合的现象一直延续下来，到中国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被进一步发扬光大。在

这段时间内，许多计划经济的习惯行为尚未革除，成为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抑制因素，为数

甚多的经营者出于逐利的目的，极力向行政权力寻求“保护嫂　，实行官商共谋。 

当前我国的民营企业存在“行为的政治化”倾向，即民营老板为更进一步筹得资金常常

“拉大旗做虎皮”，通过种种暗箱操作，与政府高官要员之间攀上似是而非的关系，甚至通

过炒作等手段成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因为他们的内心十分清楚，政府的权力对经济活动

渗透得太深。而权力一进入经济领域，不仅市场经济不成为市场经济，而且社会的财富会通

过权力以各种方式转移到少数人手中。 

抱着这样的想法，为数甚多的企业家把重点放在搞好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上，上海人讲“摆

平”，广东人讲“搞掂”。商业领域和企业活动的不独立，既限制和束缚了企业经营者的活动

范围和自由，也不利于商业信用和职业道德的形成，因而妨碍了企业家人格的成长。从企业

的经营者来说，要想在中国社会中获得成功，主要不是依靠本人的经商才能，而是依靠通过

权力获得资源的能力。也正因此，中国的商人没有成为一个独立而强大的阶级，而是成了与

国家及其官员共生的阶层。范蠡作为商人的始祖，领风气之先，开政商结合的先河，至今仍

在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商业文化。而当前的重要课题却在于，企业家如何确立企业家人格，从

而成长为独立的阶层，同时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综上所述，范蠡的文化资本、地利资本和人际资本根源于他的商业经营理念，在富国强

兵的高度上赋予商业以重要的意义，从而提出本末并重、农商皆利的思想，进而由天时而地

利到人和，层层展开、充实。随时逐利重在把握天时；“富行其德”意在人和；“善择其处”

以尽地利；其思维具有时代特点而理论成果又独树一帜，相辅相成。《史记》所载“范蠡三

迁”，他的意义不在于叙述某个人的发迹史，而是反映了地主型商人资本在我国封建社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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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国早期商人、地主、官僚三者结为一体的一个

缩影。范蠡作为商人的始祖，领风气之先，开政商结合的先河，至今仍在深深影响着中国的

商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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